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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研究从地方

治理角度提出理解中国企业策略性

专利行为的新视角,证明了改善地

方治理质量是减少企业策略性创新

行为的重要途径。我们利用中国城

市政商关系排行榜和中国上市公司

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亲”“清”政
商关系对企业专利申请行为的影

响。与以往文献中传统观点认为专

利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产物,以及以

地方治理质量为测量标准的政商关

系与企业专利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

关关系的观点不同,本文研究发现

政商关系的健康程度与企业的专利

数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在政

商关系相对不健康的地方,企业在

边际上倾向于申请更多的专利,而
投入更少的研发资金;控制研发投

入后,在政商关系相对健康的地方,
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越弱。这表明

在地方治理质量较差的城市,企业

的专利申请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信号传递的策略性意图驱动。企业

策略性专利的行为旨在表明其创新

能力,以部分弥补地方治理质量较

差和当地市场不发达带来的负面影

响。本文将地方政商关系的视角引

入策略性专利的分析,拓展了政治

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文献,对于通过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以推动企业高质

量创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商关系,地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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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study,weproposeanalterna-
tiveperspectiveofstrategicpatentingtoexplainpaten-
tingandinnovationbehaviorsofChinesefirms.We
arguethatcorporatepatentingin Chinaispartly
drivenbyastrategicintenttosignalthefirm􀆳sinno-
vativeness,especiallyinlocalitieswith weaklocal
institutions.Thebenefitsfrom beingrecognizedas
aninnovativefirm,partiallyoffsetthedisadvantages
from inadequateinstitutions and underdeveloped
market.Usingdatafromthreesuccessivesurveysof

government-businessrelationsin292Chinesemunic-
ipalitiespairedwithrecordsof3,756publiclylisted
corporationsbetween2017—2019inrespectivelo-
calities,wetesttherelationshipbetweenmeasures
oflocalgovernancequalityandcorporateinnovation
activities.Wefindthatatthe margin,firmsare
likelytopatentmore,butinvestlessinR&Datlo-
calitieswith weakerlocalgovernance.Ourresults
extendtheunderstandingofstrategicpatentingin
thecontextofChina􀆳slocal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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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专利数量呈现出指数性增长。2011

年,中国成为国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2015年,中国继而成为获得

专利授权最多的国家。①现今,中国已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拥有国际

PCT(PatentCooperationTreaty,《专利合作条约》)专利数量最多的国

家。显然,我国对科技事业投入力度的不断增强和科技经费投入的大

幅增长,以及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都为各项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和

大批科技成果的涌现创造了良好条件。②但是,量的增长未能伴随着质

的提升,创新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解释专利数量的井喷式增长。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专利数量增长迅速,但是质量却不尽如人意

(Liang,2011;Squicciarinietal.,2013;BoeingandMueller,2015)。

因此,有许多研究讨论了中国的专利热潮与创新进步之间是否相匹配

的问题(DangandMotohashi,2015;HuandJefferson,2009),或是格

外关注中国政府专利补贴政策的作用(Li,2012;Leietal.,2012)。然

而,我们认为现有文献忽略了在中国政商关系背景下企业申请专利的

特殊驱动因素。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形成的地方政府与企业

之间复杂的政商关系是影响企业专利申请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

国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在监管政策和资源控制上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Zhouetal.,2017)。而创新作为企业的重要行为,受到制度环

境影响尤为突出(潘越等,2015)。

本研究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提出理解中国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新

视角。我们发现,在地方治理质量较差的地区,企业为了获取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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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改革开放30年:科技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08年11月13日,

中国 国 家 统 计 局,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jnggkf30n/200811/t20081113_

65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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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资源,其专利申请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信号传递的策略性意

图驱动。策略性专利观点由管理学学者提出,这种观点认为企业进行

专利活动的驱动因素不仅包括公司创新发展、销售额增长、就业机会增

加和生产率提高等,也有其他与创新无关的因素(FarrellandShapiro,

2008;NoelandSchankerman,2013;HallandZiedonis,2001;Ziedo-

nis,2004)。管理学学者格外关注策略性专利行为导致的市场优势和

不公平竞争。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策略性专利与中国的政商

关系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尤其是在中国地方政商关系更不健康的地

方,策略性专利被企业用作发送信号以展示其创新能力的手段,以部分

弥补地方治理质量较差和当地市场不发达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了验证此假说,我们收集了全国3756家上市公司在2017年至

2019年间的专利和研发数据,并与同时期《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

(2017、2018、2020)》(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对292

个中国城市的三次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指数调查结果配对,构建了

一个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来检验中国地方政商关系健康程度与企业

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建模结果表明,在政商关系相对不健康的区域,

企业在边际上倾向于申请更多的专利,而投入更少的研发资金;控制研

发投入后,在政商关系越健康的区域,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越弱。研究

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不仅仅是受企业的创新意向和政

府的专利补贴政策所驱动的,其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信号传递的策略

性意图所驱动,以吸引地方干部的注意力并获取政府支持。

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对中国专利热潮的另一种解释。在最近的

研究中,学者开始探索中国专利热潮的非创新相关动机,但已有研究提

出的解释通常认为这种动机是由政府的产业政策(包括专利补贴政策,

研发补贴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等)所驱动的(Huetal.,2017;黎文靖

和郑曼妮,2016;胡善成和靳来群,2021)。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将

策略性专利的分析扩展到地方政商关系的研究。与以往文献中传统观

点认为专利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产物,以及以地方治理质量为测量标准

的政商关系与企业专利行为之间存在着的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不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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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发现政商关系的健康程度与企业的专利数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

系。这表明企业的策略性专利行为不仅受专利补贴政策等产业政策所

驱动,还与中国地方治理的质量密切相关。我们通过建立企业的策略

性专利动机与中国地方政商关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理解中国地方产

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的新的视角。而且,以前有关策略性专利的文献

主要关注策略性专利对于企业的作用,即企业如何通过专利操控市场

(FarrellandShapiro,2008;NoelandSchankerman,2013;Halland

Ziedonis,2001;Ziedonis,2004)。而我们将策略性专利的分析扩展到

地方政商关系的研究,拓展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文献,对于通过构

建新型政商关系以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二、研究背景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专利热潮格外令人瞩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中国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发展比较晚,中国的第一部专利法于

1984年才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LiangandXue,2010)。

从1995年到2019年,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量从68880件增加到2019

年的4172000件。同期,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从41248件增加到

2458000件①,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都增加了60倍左右。而且,这股

专利热潮不仅仅覆盖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上,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专利通常是小型的、渐进式的创新。同期,需要经过更加严格的专

利审查和法律保护程度更高的发明专利的份额亦有所增加,申请数量

从10018增加至1231000,增长近123倍。2011年,中国成为专利申

请量最大的国家。2015年,中国又成为世界上获得最多专利授权的国

家。2018年,中国申请了1460244件PCT专利,几乎是美国(515180

件)或日本(460369件)(世界第二和第三大专利国)的三倍(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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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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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局(CNIPA)每年处理超过400万件专利申请,每年授予超过

200万件专利,堪称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专利局。

图1 中国、日本和美国的PCT专利申请(1980—2018年)

数据来源:WIPO。

但是,为什么中国每年要申请如此庞大数目的专利? 其他学者的

研究中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将专利视为技术创新的指标,认

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专利活动与技术的进步是挂钩的。提出这

种解释的学者认为中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在近三年来得到了显著的提

升,从20世纪90年代时研发支出比率仅占0.5%增长到21世纪头10

年中期已经占据2%,接近发达工业经济体的水平。有研究发现中国

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通常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出相关(Dangand

Motohashi,2015),但也有研究发现中国研发强度的提高仅能部分解

释专利爆炸的原因(HuandJefferson,2009)。

第二种解释将关注点放在专利的法律作用上,有学者认为这种专

利热潮的出现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自1984年中国通过《专利法》以来,该专利法历经了1993年和

2000年的两项重大修正,这两项修正的随后几年中专利的增长速度都

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已有研究发现,不仅专利法的完善有利于专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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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和专利申请的增加,明确私有权的所有制改革也推动了中国企业

更多地去申请专利(HuandJefferson,2009)。随着中国国内企业的不

断发展,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不断加剧,外企也越来越依赖于在中国申请

专利以保护其知识产权(HuandJefferson,2014)。

第三类解释从专利补贴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政府的专利补贴政

策对企业专利行为的影响。1999年,上海开始补贴企业的专利申请活

动,成为中国第一个实施专利补贴政策的地方政府。十年后,所有中国

的省级政 府,甚 至 包 括 许 多 市 级 政 府 都 出 台 了 专 利 补 贴 政 策。Li

(2012)使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的省级汇总数据研究地方

政府专利补贴政策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地方政府实施

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后,企业的专利申请量随即增加。有学者对2006年

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专利政策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年张家港市大幅

提高了对企业专利申请的补贴金额,而其邻近四个城市的专利补贴政

策没有发生改变;与邻近城市相比,张家港市提高专利补贴额度确实使

得专利申请的数量上升,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专利授权量和专利申请量

之间的比例降低,意味着专利质量有所下降(Leietal.,2012)。另外,

一项使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1998年至2007年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专利信息和工业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也发现专利补贴政策使专利申

请量增长超过20%(DangandMotohashi,2015)。

但实际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已经发现企业的专利行为除了为

保护知识产权以外,还有其他的目的。一项关于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的

经典调查研究发现,在199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会通过多种方式

来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包括申请专利、采取保密措施、争取提前优势、

获取互补能力等(Cohenetal.,2000)。其中,专利是最不被重视的一

种方式。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除了防止创新成果被

侵犯外,还包括出于专利封锁和谈判手段的动机。有学者研究了90年

代美国专利申请量的大幅增长,提出了企业申请专利的三大驱动因素,

分别是有利的法律环境、大量的技术发展机会以及国家的法律法规支

持(KortumandLerner,1998)。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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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企业会出于各种目的从事专利活动,包括为获得研发资金、与研究

机构合作、提高企业声誉、作为内部激励等,甚至还有可能只是单纯为

申请专利而申请(Walshetal.,2016;WalshandHuang,2014;Blind

etal.,2006)。

尽管既有文献从多个方面讨论和解释了中国企业的专利行为,但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讨论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与专利数量的增长之间的

关系,忽略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尤其是独特的政商关系之下

中国企业进行专利活动的意图。中国企业包括专利行为在内的各种商

业活动都和中国的政商关系密不可分,其作为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制

度环境中的重要内容,是讨论中国企业专利活动时绕不开的一个重要

问题。

三、分析框架

政商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

一。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过于集

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尽管经济和市场体制的改革使

得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当下中国政商关系的重

要特征之一,仍然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作

用范围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分配资源和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Oi,1995;Walder,1999;梅伟霞,2013;周黎安,2004)。地方政

府在改革开放后从经济分权中获得了较大的权力,并承担了从经济发

展到社会福利的各项主要职能(Montinolaetal.,1995;Xu,2011;

Caulfield,2006)。加上财政改革将财政自治权赋予地方政府后,地方

政府能够独立地实施针对当地工业发展特定需求的政策,逐渐成为承

担着其行政区域之下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服务等各项公共事务的主导者

(Tsai,2006,2007)。然而,在地方政府的主导型角色之下,有学者研

究发现中国私营部门的发展实际上始于地方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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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社会联系之上的非正式互动(Wank,1995;Tsai,2006,2007)。

这种在中国普遍存在的非正式联系被部分学者称为“共谋”(周雪光,

2008)或“政企合谋”(聂辉华,2006)。在这种关系之中,社会资源,例如

人际关系、社会信任以及其他地方官员与私人企业家间的非正式联系,

对于当 地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企 业 的 成 功 而 言 至 关 重 要(Wank,1995;

Chang,2011;McNally,2011),支持了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并构成了中国经济制度活力的重要部分(Wank,1995;Allenetal.,

2015)。但是,尽管这种非正式联系推动了私营部门的发展,也带来了

诸多问题(CinganoandPinotti,2013;聂辉华,2006)。地方政府不仅

会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与企业结盟,官员本身对利益的追求也导致这

种共谋关系的形成(黄冬娅,2013)。

在这种非正式联系之下,地方政府作为当地企业创新发展的制度

基础的提供者,不仅承担着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的职能,还可以直接为企

业提供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官员为了在经济竞争中获得有利地

位,会动用一切政策手段支持企业和其他商业扩张(周黎安,2007;赵

静等,2013)。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会改变企业包括创新在内的行为,

并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袁建国等,2015;罗明新等,2013;党力等,

2015;CinganoandPinotti,2013)。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虽然专利是中

国工业和创新政策的重要衡量标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

中国企业实际上也在为了获得与专利相关的各种利益而开展策略性专

利活动(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胡善成和靳来群,2021;杨晓妹和刘文

龙,2019)。

在2008年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专利被作为认

证高新技术企业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公司可以

享有具有诸多政策好处,不仅可以获得现金补贴、税收优惠,同时能够

在进入金融市场、收购土地以及在涉及财务、人力资源和其他政策领域

中享有特殊地位。除了中央政府提供的基准福利外,地方政府通常还

会为其辖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额外的激励。例如,地方政府会为

当地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现金奖励、为人才提供免费住房及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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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程序在省级和市级政府层面进行,具体由政

府部门中负责科技、公共财政和税收的官员组成认证队伍。对于企业

而言,要获得地方级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所面临的限制条件较少,通过

地方级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公司可以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

而要获得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则需要更高的水准并且通过更加

严格的审核。目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仅持续三年,意味着企业

必须相当频繁地更新认证,也就推动企业更多地去进行专利的申请

以向政府证明其创新能力。邱洋东(2020)使用高企资质认定数据实

证证明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政策可能引致企业的迎合行为。徐军玲和

刘莉(2020)的研究也证明了尽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能够有效激

励创新产出增量,但是其中策略性创新激励效应大于实质性创新激

励效应。

21世纪头10年开始,中国在对地方官员考核标准中从强调 GDP

增长转向注重发展创新之后,专利变得对地方政府而言 尤 为 重 要

(Chenetal.,2018;Teetsetal.,2017)。201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

《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①通

知明确不再以 GDP论英雄,在对地方干部的绩效考核时更重视科技创

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把创新驱动发展成效纳入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考

核范围②。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工作考核实施办法》

规定考核共设科技进步贡献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技术自给率、

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万从业人员研发人员数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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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

知》,2013年12月6日,http://renshi.people.com.cn/n/2013/1210/c139617-23793409.
html。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

见》,2015年3月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3/23/content_28376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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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科技自主研发平台

建设水平、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水平等10个指标。①然而,除了少数重

点城市之外,地方政府官员普遍缺乏足够的、能够有效理解复杂的创新

活动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缺少理解企业生产和技术过程之中所需要

的专业技术知识;他们往往只能依赖所谓信任性地方性知识,即一些前

置性条件来识别出普遍认为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而难以甄别真

正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姜子莹和封凯栋,2020)。因此,地方官员通过

包括专利在内的指标识别并扶持创新型企业继而成为中国企业策略性

专利的另一驱动因素。

基于此,我们认为由于在中国政商关系情境之下,地方政府格外关

注创新指标,中国企业的专利热潮实际上是受中国政商关系环境影响

之下,部分由企业的策略性专利动机所推动的。策略性专利一是能够

增加当地专利的数量,完成当地干部的绩效考核指标;二是可以成为公

司展示自身潜在创新能力的信号,使得其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考量中占

据优先地位。在这些情况下,策略性专利都可以帮助企业与地方政府

干部建立联系。而且,我们认为当企业面临以下条件时,其更有可能具

有策略性专利的动机。第一,当政商关系不健康时,企业认为有必要通

过提高创新指标来与地方干部建立关系;第二,当地缺乏提升地方经济

创新绩效的基础设施或地方干部能力不足,无法准确识别并扶持潜在

的创新企业(FengandJiang,2021);第三,当企业在金融市场、人力资

本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缺少市场选择时,企业会更加依赖当地政

府来提供各种创新投入。

总而言之,在政商关系较差的地方,企业更有可能通过策略性专利

以和当地政府建立特殊联系。也就是说,与以往文献中传统观点认为

的专利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产物,以及以地方治理质量为测量标准的政

商关系与企业专利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不同(Edqu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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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工作考核实施办法》,2016年1
月14日,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44/mpost_144654.htm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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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Johnson,1997;North,1990;Sobel,2008;Baumol,1990),从企

业策略性专利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政商关系的健康程度与企业的专

利数量之间可能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见图2)。

地方治理质量

              正相关关系(+)
为保护知识产权的

专利活动→

              负相关关系(-)
为获取资源的策略性

专利行为→

图2 分析框架

四、数据与研究方法

为验证中国政商关系情境下企业的策略性专利动机,本文对地级

市政商关系与企业专利发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其中,进行

的一项主要的数据工作是测量地方治理质量并量化影响公司专利行为

的各种因素。

(一)数据

地方政府是中国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杨雪冬,2008),地方政府行

为和政企关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张汉,2014)。因此,政商

关系构成研究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视角。我们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人大国发院,NADS)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

行榜”作为测量地方治理质量的指标数据来源(聂辉华等,2017,2018,

2020)。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

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联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要构建“亲”和“清”的新型

政商关系。①“亲”就是亲近,强调双方真诚交流;“清”就是清白,要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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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雅婷:《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39):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在心 各有所

遵》,2016年8月5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805/c64094-286126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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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光明磊落①。人大国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指标体

系基于“亲清”将中国的政商关系分为两个维度:“亲近”维度———从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亲密程度、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以及企业承

担的税负进行测量;“清白”维度———从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以及政府

的透明程度衡量,并分别对两个维度进行细分和具体化(聂辉华等,

2017,2018,2020)。

其中,在“亲”方面,“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主要关注政府的亲

商政策,具体包括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政府对企业的关心(简称“政府

关心”)、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各类服务(简称“政府服务”)、政府降低企业

税费负担(简称“企业税费负担”)(聂辉华等,2017)。“清”方面有两个

一级指标:政府廉洁和政府透明(下文简称“政府廉洁度”和“政府透明

度”)。所谓“清”,即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信息公开,以及政府对企业的

廉洁奉公。每个指标下又包括具体的测量内容。在“政府关心”方面,

主要从市领导考察和座谈两个方面加以衡量,即市领导(市长、市委书

记)当年到企业公开视察的次数以及与企业家座谈的次数两个二级指

标(聂辉华等,2017)。关于指标体系的具体描述和数据来源见表1。

人大国发院在2018年、2019年和2021年均发布了排名。2018年

发布的2017年排名使用了2016年的原始数据,2019年发布的2018年

排名使用了2017年和2018年的原始数据,而2021年发布的2020年

排名使用了2019年的原始数据。使用人大国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

商关系排行榜”数据具有三大优势。第一,数据具有良好的覆盖率。

2017年排名涵盖了293个地级市中的285个,而2018年和2020年排名

涵盖了所有共292个地级城市(其中莱芜市于2019年1月撤销,辖区

划归济南市)。其次,在数据来源上,该排名指数综合使用了官方数据、

网络数据和企业调查数据,援引其他研究对政商关系具体领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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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什么要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2017年12月20
日,http://www.ccdi.gov.cn/special/zmsjd/zm19da_zm19da/201712/t20171220_15672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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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并使用调查数据进行交叉验证(聂辉华等2017),提供了一套与

地方治理质量和政商关系有关的相当全面的指标。最后,数据报告还

公开发布子指标数据。因此,使用该数据我们不仅能够衡量政府与企

业关系的整体质量,还能追溯影响到具体子指标。

企业层面的补贴数据

既往研究大部分采用追溯政策变化的方式来确定补贴对企业专利

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Li,2012;Leietal.,2012)。此类研究设计虽然

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外源专利政策变化对补贴收入造成的因果影响,但

是其所测量的效果无法泛化,也无法将政策因素带来的变化与其他因

素造成的影响相比较。

与既往研究不同,我们从企业披露的补贴收入中提取与企业创新

活动相关的补贴的数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汇总了上市企业披

露的其所获各类补贴的数据。我们使用关键词搜索的策略,提取并计

算了上市企业所获的专利补贴。专利补贴是政府针对企业的专利活动

进行直接补偿的补贴,例如补偿专利申请费、企业申请专利或获得专利

授权提供现金补贴。对于专利补贴的提取,我们使用两个关键字(“专

利”和“知识产权”)以在国泰安数据库中搜索并统计企业获得的专利补

贴收入。该补贴量化方法有以下优势。首先,关键字可以帮助准确识

别不同补贴的具体类型,有效地解决了在此前的研究中将不同类别补

贴混为一谈的问题。其次,通过量化每个公司在给定年份中获得的专

利补贴金额,我们能够估算专利补贴的边际效应,并将专利补贴的影响

与其他推动专利申请的因素区分开来。

通常位于沿海地区的公司会获得更多的专利补贴。但也有中西部

地区的一些地区为企业提供了高额的补贴。例如,中国西部的大都市

重庆也是企业平均获得专利补贴金额最高的地区之一。样本中的上市

公司在2018年平均获得人民币124475元的专利相关补贴。

(二)回归方程

本文研究目的是为测量政商关系对企业专利行为的影响。我们发

现,如果仅将政商关系指标与公司专利之间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分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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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诸多问题。通过将各地级市政商关系指标与该市企业申请专利的

平均数进行简单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

系,表明在政商关系较健康的地区,企业倾向于申请更多的专利。但

是,这种正相关性可能只是受遗漏变量影响的结果。在人大国发院发

布的“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中,政商关系指数得分较高的地级市通常

位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在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中国

企业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基于此,政商关系与专利之间显现出的正相

关性实际上受到以下两大因素的影响:第一,在中国较发达地区的企业

要比那些在更不发达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技术密集程

度;第二,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有更强的财政能力去补贴专利活动。

因此,为了剔除可能的遗漏变量会带来的影响,测量政商关系对企

业专利行为的实际作用,我们需要控制专利补贴的强度以及地方发展

程度的差异。

为了解决以上提及的分析方法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使用固定效

应模型来测量地方政商关系对企业专利行为的影响,本文使用的回归

模型如下:

Pist=αs+βGst+rSit+X'istδ+θp+τt+μind+υist

其中,Pist代表位于s地级市的企业i在t年的创新活动(即专利和

研发活动)。Gst衡量城市s在t年的政商关系。Sit代表企业i在t年

中获得的专利补贴的数量。X'is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公司特征

(给定年份下企业收到的专利补贴、企业的研发支出、企业所有权类型、

企业年龄与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该回归模

型使用固定效应以减轻估计中的偏差,θp 代表省份固定效应,τt 代表

年份固定效应,μind代表行业固定效应,而υist代表无法观察到的误差

项,用以排除样本期间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在此模型中,因变量是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测量。我们使用多种评

价创新的指标来测量公司创新活动的不同方面。本文使用的最主要的

指标是在给定年份下企业申请的所有类型的国内专利。因为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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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相对研发投入较低且风险较小,因此可能是企业首选用于向政

府发出信号的方式。另外,通过使用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以及

累计专利授权量替代专利申请量,我们进一步检测了策略性专利动机

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同时,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百分比)也

被用作测量企业创新活动的替代性指标。分析结果发现,与专利相比,

增加研发强度比专利需要更多的资源,不太可能被企业用作信号,因此

更能够反映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①。本文使用的企业专利数据来自中

国研究 数 据 服 务 平 台(CNRDS),企 业 研 发 强 度 的 数 据 来 自 万 得

(Wind)数据库。

使用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一组衡量2016年至2019年中国292个地

级市政 商 关 系 的 指 数,由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国 家 发 展 与 战 略 研 究 院

(NADS)编制。我们不仅使用各地级市政商关系的总指标作为解释变

量,而且还使用总指标下测量地方政商关系的五个维度子指标来测量

地方政商关系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体包括关心指数、服务指数、

负担指数、政府廉洁度指数和政府透明度指数(见表1)。

模型中还加入了两个主要控制变量,一个是企业的研发支出,另一

个是每年企业获得的与专利活动相关的补贴收入。这可以帮助剔除先

前研究中报告的这两大主要专利驱动因素造成的影响(HuandJeffer-

son,2009,2014;Li,2012;DangandMotohashi,2015)。

我们还使用一系列在文献中已被证实对企业创新活动有影响的因

素,一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这些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使用当地人均 GDP进行测量)(Yeuh,2009),衡量企业知识发

展水平和经验积累的企业年龄(KumarandSaqib,1996;Moleroand

Buesa,1996;Kuemmerle,1998),测量企业人力资源水平的公司规模

(使用 员 工 数 量 进 行 测 量)(Acsand Audretsch,1987;Cohenand

Klepper,1996;Damanpour,1992),影响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和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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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大量的中国企业通过非法提高研发强度才有资格成为高科技企业

(e.g.Chenetal.,2021)。但我们认为,非法提高研发强度比申请专利的成本更高,并且

不太可能被用作信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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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企业所有制(Jeffersonetal.,2003;Choietal.,2011)。稳健性检

验还进一步加入地级市人口数量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作为控制

变量。另外,考虑各行业申请专利行为的差异(Cohenetal.,2000),模

型中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也同时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表2

中列出主要变量的详细描述及数据来源,表3列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信息。

表2 变量描述

变 量 描  述 数据来源

政商关系指数
一组在地级市城市衡量的指标,包括亲近指
数和清白指数,分别由三个和两个指标组构
成(见表1)。

NADS

专利申请量
向中国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包括所
有类型的专利) CNRDS

专利补贴
根据公司报告的与专利活动有关的补贴收入
估算

CSMAR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百分比 Wind

国有企业
所有权类型。=1(如果该公司是国有企业);
否则为0

Wind

企业年龄
以成立年份与报告年度之间的时间间隔来
衡量

Wind

企业规模 以员工人数衡量 Wind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公司所在地的地级市的人均 GDP Wind

表3 变量统计性描述

Variable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商关系指数 869 33.32 16.73 0.00 100.00
专利申请 11268 40.71 247.36 0.00 11872.00

专利补贴(对数) 11268 3.38 5.24 0.00 18.51
研发强度(%) 9979 4.87 6.32 0.00 307.72

国有企业 11268 0.29 0.45 0.00 1.00
企业年龄 11268 19.21 5.98 1.00 64.00
企业规模 11157 5944.50 23155.72 2.00 521566.00

地级市人均 GDP 761 51071.06 35290.62 9901 2154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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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归结果

(一)地方政商关系对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

首先,我们将地方政商关系指数与企业专利申请量进行回归,以评

估地方政商关系对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考虑被解释变量专利申请量

是过度分散且存在大量零值的整数值变量,回归中使用了固定效应负

二项回归模型。

回归中还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我们发现,控制变量的解释结果

和现有研究保持一致。研发支出和专利补贴均对企业专利申请量产生

积极且显著的影响,证明在中国企业的专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

研发支出和政府的专利补贴所引导。而且,国有企业、发展年限较长的

企业、大型企业或是位于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倾向于申请

更多的专利。

关于政商关系与企业专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提及的策略

性专利观点所预测的一样,政商关系指数与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

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M1)。也就是说,在政商关系指数较低即政商

关系更加不健康的地方,企业倾向于申请更多的专利。进一步,我们将

政商关系总指标下的“亲清”指标———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与企业的专

利申请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都和企业的专利

申请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M2)。

为进一步探究政商关系影响企业专利活动的具体层面。在 M3

中,我们将政商关系指数的五个一级子指标与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进行

回归,以检验政商关系不同方面对企业专利申请活动的影响。结果表

明,企业专利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政商关系中的两个特定方面,即一

级子指标中的政府服务指数和政府透明度指数。政府服务指数衡量政

府为企业提供的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运输基础设施、金融服务、

市场中介以及通过移动互联网提供的政务服务。这意味着在地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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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较差,金融部门能力不足或是政府提供服务较少的地区,专利起到

让企业能够从政府处获取更多服务的作用,因此这些地方的企业更倾

向于申请专利。政府透明度指数衡量政府信息公开和财政透明度。结

果表明,当企业认为地方政府的透明度较低时,即企业预期市场上将存

在更少的获取创新资源的公开渠道。因此,它们会倾向于申请更多专

利,作为其向政府展示创新能力的信号,以从替代性途径获取创新资

源。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地方治理质量较低的情况之下,企业的策略性

专利动机将更为明显。而除此以外,政府对企业的关心程度(政府关心

指数),企业的税费负担(税费负担指数)或政府官员的廉正度(政府廉

洁度指数)并没有对专利申请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这三个

子指标与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不产生直接关联。

表4 地方政商关系对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

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
因变量:专利申请量

M1 M2 M3

自变量

政商关系指数 -0.00648***

(0.001)
亲近指数 -0.00548***

(0.001)
清白指数 -0.00208***

(0.001)
关心指数 -0.000769

(0.001)
服务指数 -0.00540***

(0.001)
税费负担指数 0.0009

(0.001)
政府廉洁度指数 -0.000801

(0.001)
政府透明度指数 -0.0021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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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
因变量:专利申请量

M1 M2 M3

控制变量

研发支出(取对数) 0.127*** 0.127*** 0.127***

(0.004) (0.004) (0.004)
专利补贴(取对数) 0.0393*** 0.0392*** 0.0391***

(0.002) (0.002) (0.002)
企业所有制 0.200*** 0.199*** 0.202***

(0.025) (0.025) (0.025)
企业年龄 0.0152*** 0.0152*** 0.0153***

(0.002) (0.002) (0.002)
企业规模(取对数) 0.232*** 0.233*** 0.233***

(0.009) (0.009) (0.009)
地级市人均 GDP(取对数) 0.0845** 0.0925** 0.103***

(0.037) (0.038) (0.039)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900 10900 10900
省份数量 31 31 31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差;***p<0.01,**p<0.05,*p<0.1。

(二)地方政商关系对企业创新支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确认企业的策略性专利动机,本文使用另外一种对于

企业更加有意义的创新活动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将企业的研发强度

作为被解释变量与政商关系指数进行回归,企业的研发强度即其研发

支出占营业额的比率。之所以使用研发强度作为创新活动的另一种衡

量方式,是因为研发与专利活动相比更加具有风险性,因此更能够反映

企业的创新程度。表5是我们使用固定效应 OLS模型将政商关系指

数与企业研发强度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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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中,专利补贴仍然对企业的研发强度产生积极且显著

的作用。但是,与专利申请量相反,非国有、年轻和规模较小的公司往

往具有较高的研发强度。这可能是受到企业的行业类型的影响,因为

较老的、大型的或是国有的企业往往在研发密集程度较低的传统行业

中占有较大的份额。还有不同的是,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级市人均

GDP)对企业的研发强度没有显著影响。

关于政商关系与企业研发活动之间的关系,政商关系的总指数与

企业的研发强度(M4)之间呈现出积极但不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我们

将政商关系总指标下的“亲清”指标———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与企业的

研发强度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与企业的研发强

度之间仍然存在着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5)。

为进一步探究政商关系影响企业研发活动的具体层面。同专利申

请量回归模型相同,在 M6中,我们将政商关系指数的五个一级子指标

与企业的研发强度进行回归,以检验政商关系不同方面对企业研发活

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衡量政府对企业关心程度的指数(关心指数),衡

量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指数(服务指数)以及衡量企业负担的指

数(税费负担指数)和衡量政府官员是否清白的指数(政府廉洁度指数)

均不对企业的研发强度产生显著影响。最重要的发现是,对企业研发

强度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政府透明度。企业研发强度与政府透明度

指数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衡量政府信息公开和财政透明度的透

明度指数对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之前的回归中证明,

政府透明度指数对专利申请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政府更加

透明的地方,企业认为政府的行为更加容易被预测,因此就更有可能从

事更加具有风险性的研发活动,即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同时更少地从

事策略性专利活动。

综上所述,通过将企业研发强度与地方政商关系指数进行回归,我

们发现,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地方政商关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这一研究结果契合已有文献中提出的制度与创新之间存在着积极影响

关系的观点(North,1990;Baumol,1990;HuangandXu,1999)。同

143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七辑

时,这也进一步地证明在政商关系较差的地方,中国企业过度申请专利

的行为实际上是策略性动机的表现。

表5 地方政商关系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

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
因变量:研发强度

M4 M5 M6

自变量

政商关系指数 0.00832
(0.005)

亲近指数 0.00330
(0.005)

清白指数 0.00685
(0.005)

关心指数 -0.000708
(0.003)

服务指数 0.00513
(0.005)

税费负担指数 -0.00470
(0.004)

政府廉洁度指数 0.000865
(0.004)

政府透明度指数 0.00908*

(0.006)

控制变量

专利补贴(取对数) 0.0535*** 0.0532*** 0.0534***

(0.0109) (0.0109) (0.0109)

国有企业 -1.168*** -1.170*** -1.174***

(0.145) (0.145) (0.146)

企业年龄 -0.0454*** -0.0458*** -0.0461***

(0.0105) (0.0105) (0.0105)

企业规模(取对数) -0.439*** -0.438*** -0.437***

(0.047) (0.047) (0.047)

地级市人均 GDP(取对数) 0.294 0.340 0.214
(0.230) (0.233)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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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
因变量:研发强度

M4 M5 M6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9711 9711 9711
省份数量 0.175 0.175 0.176
R-square 31 31 3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p<0.01,**p<0.05,*p<0.1。

六、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可靠,我们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

政商关系的变化与公司专利行为之间存在滞后影响,我们将次年的专

利授权量(t+1)与政商关系指数进行了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其次,已有研究发现策略性专利行为尤其表现在非发明专利中,而发明

专利被认为是具有较高价值并且更难获取的一类专利(黎文靖和郑曼

妮,2016)。基于此,我们将专利细分为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和高质量专利(发明专利),分别与政商关系指数进行回

归。回归结果表明,高质量专利和低质量专利都与政商关系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而且,相较于低质量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

利),高质量专利(发明专利)受政商关系质量的影响更大。第三,考虑

到专利发明申请和授权之间的区别,我们使用累计的专利授权量作为

衡量企业专利活动的方法,结果保持稳健。第四,根据现有文献(龙小

宁和王俊,2015),企业申请专利的行为还会受到企业所在地的人力资

本水平和经济开放度的影响。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进一步控

制地级市人口数量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均FDI),地级市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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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回归结果保持

稳健。第五,我们在模型中使用了市级固定效应替代省级固定效应,结

果仍然保持稳健。

同时,为确保研究结果不受人大国发院政商关系指数的测量方式

的影响,我们还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中国城

市营商环境指数来源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

境报告》(陈晨星等,2017,2018)。该系列报告从2017年起对中国直

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共35个大中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价。

本指数一级指标是城市营商环境指数,由软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

服务环境、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境和生态环境组成。其中,营商软环

境包括开办企业、执行合同、财产登记、内外资投资增速、税负水平等五

个指标;生态环境包括空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废水;商务成本环境包

括水价、电价、气价、地价、劳动力成本价格;基础设施环境包括使用道

路面积、轨道交通长度、移动互联网数据设施等;市场环境包括地区生

产总值、人均 GDP、进出口总额等;社会服务环境包括医疗服务、融资

服务、科技服务等。

该指数能够替代人大国发院政商关系指数用于解释政府和企业之

间关系的原因如下:(1)营商环境指数涵盖的具体内容大部分涉及政府

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或设施,如软环境中的执行合同、税负水平,基础设

施环境中的道路面积、轨道交通长度,社会服务环境中的医疗服务、融

资服务等;(2)该指数与之前使用的人大政商关系指数有较高的重合

性,可以证明是普遍用于衡量政商关系的指标,如包含对金融服务、税

费负担、基础设施的测量等。

我们选取2017年和2018年的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将该指数(共35

个城市)与数据库的企业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183个样本。使用与

M1模型中使用的同样的回归方式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与专利申请量进

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与专利申请量之间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保持稳健。控制变量如专利补贴、企业所有

制、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都对专利申请量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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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均 GDP的影响则不显著。

七、结  论

我们通过检验政商关系与企业专利行为之间的关系,识别了中国

企业专利行为的策略性动机。相关结论概括如下:首先,政商关系与企

业的专利申请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那些位于较不发达

地区、处于更差的地方政商关系环境中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申请专利的

动机,我们将这种动机称为策略性动机,而企业的研发投资仍然与地方

政商关系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更加具有进行策略性专利行

为动机的企业,其专利活动与研发支出并不匹配。其次,我们发现研发

投资和专利补贴确实对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有推动和激励的作

用,进一步证实现有研究对中国专利热潮的研发性和补贴性的解释。

但是,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的专利活动不仅受具体产业政策驱动,也受

到当地政商关系的制度环境影响。第三,我们还发现信号传递也是企

业从事策略性专利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因为,在地方政商关系更不

健康的城市,当政府不够透明、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或是企业更加依赖政

府提供创新投入时,它们更加倾向于从政府处而非通过市场渠道获取

创新投入。

本研究具有一定政策意义。2021年1月27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CNIPA)宣布到2025年终止所有专利补贴①。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禁止所有专利补贴仅能够在短期内减少出于非创新目的的专利申请。

由于策略性专利在中国地方政治经济中具有特殊的信号传递功能,因

此禁止专利补贴并不能让企业放弃策略性专利申请。从长远来看,提

高地方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或为企业提供更多获取创新投入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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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

通知”,2021-01-27,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27/art_545_156433.html?

xxgkhi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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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会可能才是减少企业策略性专利活动的更好的政策选择。

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对中国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刻

画还比较粗糙,对政商关系影响策略性专利行为的机制解释得还不够

深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集数据、构建策略性专利行为的相关指标来

完善模型。其次,使用的数据在覆盖范围上缺少一定广度。研究中使

用的上市公司数据并不能代表主导中国经济的非上市公司。第三,没

有研究策略性专利的地区和行业特征。而企业内部的组织形态同样被

认为是影响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对于理解中国企业创新具有重要

意义(宋磊,2020)。这些都是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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